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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消费补贴是引导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

念的重要手段． 多地正在试点的绿色消费积分制是一种基于产品绿色度的可变补贴，与固定补

贴不同，政府根据绿色消费的实际环境效益计算补贴． 本研究构建“政府 － 企业”两阶段博弈

模型，分析比较了固定补贴和可变补贴两种消费补贴模式的最优设计及其影响． 研究发现，两
种模式均能促进企业绿色产品研发，但可变补贴在更多情景下有效． 在政府选择补贴模式时，
当预算较低或较高时，可变补贴的减排能力更强；预算适中时，固定补贴配合环保标准能实现

更高碳减排． 政策设计时补贴可能通过刺激消费增加碳排放，但较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绿

色产品的偏好可有效缓解这一现象． 这些结论为政府设计绿色消费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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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

放总量的比例一度达到 ３０％［１］ ． 引导民众形成绿

色消费习惯对实现社会低碳转型、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补贴作为促进绿色消

费的政策工具，一直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 在碳达

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对绿色消费补贴的财政支

持显著增强． 仅 ２０２１ 年度财政部提前下达的节能

减排补助资金就达到 ３７５ 亿元②，是 ２０２０ 年总额

的 ３． ３４ 倍． 在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企业加大了绿

色领域的投资研发，纷纷推出低碳节能产品：上

汽、广汽、长城等传统车企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

能源汽车战略，加快推出各自品牌的新能源车

型③；格力、海尔、美的等家电巨头正共同推进行

业绿色转型④．
政策力度加强的同时，上级政府对补贴资金

使用成效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自《节能减

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以来，上级政府

在下达补贴预算资金时大都明确地提出了资金使

用的环境效益目标，例如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效

果等． 这些环境目标的出现对专项补贴资金的管

理和运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选择合适的补贴形

式是高效利用预算资金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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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绿色消费补贴政策往往采用基于绿色

度⑤阈值的固定补贴模式． 该模式下，政府事先确

定对绿色消费的补贴数额． 当购买的产品达到了

补贴政策所要求的环保标准（绿色度阈值）时，消
费者可获得固定数额的补贴［２］ ． 现实中，固定补

贴一直被广泛地用于鼓励绿色消费［２， ３］ ． 例如，自
２００９ 年启动节能减排惠民工程起，财政部等多部

委在十多年时间内陆续发布了多项基于固定补贴

模式的节能产品推广政策，涉及照明、空调、电视

等多种高效节能产品．
近年来许多地方正试点推广基于产品绿色度

水平的可变补贴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根据消

费者所购买产品的绿色度水平发放相应数额的补

贴：产品的绿色度越高，消费者获得的补贴总量也

越高． 得益于绿色消费积分制的推行，可变补贴模

式在全国多地得到了实践． 北京、广东、成都等多

个省市所试点推广的“碳普惠”项目全部采用了

基于积分奖励的可变补贴模式． 积分的引入使政

府可以根据用户低碳消费行为的碳减排量发放补

贴：参与这些项目的用户在购买低碳产品后可以

获得碳积分，积分的数量由用户的具体减排量换

算得到，可用于兑现相应价值的奖励．
固定补贴和可变补贴在结构上存在较大差

异，评估比较其效果并非易事． 尽管政府对固定补

贴有丰富经验，但一些案例显示，在可变补贴模式

下，相同的资金可能带来更高的环境效益．
２０２０ 年，北京碳普惠项目利用一百多万元奖励补

贴，达成了相当于一万辆新能源汽车一年碳减排

量的效果⑥，约每百元即可实现一辆新能源汽车

一年的碳减排，而新能源汽车专项补贴推广一辆

新车则需花费上万元⑦． 若以碳减排量为补贴成

效衡量，可变补贴的资金效率⑧可达固定补贴的

百倍以上．
决策者在设计补贴政策时，还需统筹多方面

因素． 首先，预算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内部因素，决
定了政策设计的空间． 尽管财政支持不断增加，但
补贴的执行主体仍主要为地方政府［４］，其预算受

财政部门或上级政府限制［５］，各地和各部门获得

的预算差异较大且规模有限［６， ７］，因此决策者需

根据实际预算情况设计政策． 同时，消费者的环保

意识不断增强，对绿色产品的偏好日益明显，这可

能有利于提升补贴政策的效果． 这些因素叠加使

补贴政策的设计和选择更为复杂．
“环境结果导向的政策设计”已经成为地方

职能部门的决策者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因为与

普通的消费补贴不同，绿色消费补贴具有明确的

环境目标导向性⑨，特别是在近年节能减排补助

资金的绩效目标中，环境效益成为了主要的考

核标准�I0． 为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
在不同补贴模式下，如何根据资金规模选择最合

适的模式，制定最有效的条款，以最大化环境效

益？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致力于解决以下研究

问题．
１）固定补贴和可变补贴模式分别将如何影

响企业决策和碳排放量？
２）在不同的补贴模式下，面对预算约束的政

策设计者应该如何确定补贴的力度？
３）政策设计者应该选择何种模式来最大限

度地降低碳排放？
目前，有关绿色消费补贴的研究主要以两种

—０１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６ 年 ７ 月

⑤

⑥
⑦

⑧
⑨
�I0

“绿色度”主要用于描述产品的环保性能，如零部件的可回收性、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能耗水平等等． “绿色度”的概念在文献中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２ － ５］ ．
　 参见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９ ／ ｃ＿１１２６９９７６０６． ｈｔｍ．
　 同年（２０２０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１３６． ７ 万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提前下达１６０． ５ 亿元，参见工信部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ｇｘｓｊ ／
　 ｔｊｆｘ ／ ｚｂｇｙ ／ ｑｃ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ａｒｔ＿８０ａ６８７１６８７９ｅ４１８０ａ０ｄｅａ３９１８３ｂ５４６ｃｆ． ｈｔｍｌ 和财政部 ｈｔｔｐ： ／ ／ ｊｊ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ｘｚｙｚｆ ／ ｊｎｊｐｂｚｚｊ ／ ２０１９１１ ／ ｔ２０１９１１１８＿
　 ３４２４４５２． ｈｔｍ．
　 “资金效率”指每单位支出实现的污染物减少量［８， ９］ ．
　 参见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１９１２ ／ ０５９ｃｄｃｃ６１４６０４ｂ３１ａｃ３ｃ１ｂ９３５２ｂ２ｅ３ｂ０． ｓｈｔｍｌ．
　 例如，财政部提前下达的 ２０２４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中明确指出，效益指标包含节能减排效果、资源节约等环境绩效，
　 参见财政部 ｈｔｔｐ： ／ ／ ｊｊ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ｘｚｙｚｆ ／ ｊｎｊｐｂｚｚｊ ／ ２０２４０５ ／ ｔ２０２４０５０７＿３９３４１１８． ｈｔｍ．



形式展开． 其中一些学者聚焦单一补贴形式，探讨

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其影响． 这些研究大多假

设绿色消费补贴会间接影响企业绿色产品研发或

绿色技术投资决策，并基于这一逻辑建立了内生

企业决策的理论模型． 朱庆华和窦一杰［８］ 研究了

基于产品价格折扣的补贴政策，分析了环保意识

和补贴下限对补贴系数、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影响．
郑艳芳等［２］ 考虑了预算约束下的消费补贴策略

优化问题，比较了最大化节能指数和总节能指数

两种目标下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及其对消费者剩

余、企业利润的影响．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和 Ｚａｃｃｏｕｒ［９］ 探究

了最大化绿色产品销量的补贴设计问题． Ｃｏｈｅｎ
等［１０］提出了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的最优消费补贴

策略，发现若政府在决策时忽视了需求的波动性，
可能会导致补贴量过低，无法实现绿色产品的销

量目标． Ｃｈｅｍａｍａ 等［１１］在此基础上考虑了两阶段

补贴的决策问题，发现两阶段均承诺消费补贴量

可以在有效地控制补贴成本的同时鼓励生产，而
仅在第一阶段承诺消费补贴量则能够减轻需求不

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这些学者对绿色消费补贴的

作用效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关注于传统的固定补贴

模式，而本研究则考察了基于产品绿色度水平的

可变补贴模式． 同时，这些文献关注于单一消费补

贴模式的策略优化问题，而本研究则进一步比较

了固定补贴和可变补贴两种模式，得到了不同预

算规模下补贴的模式选择策略． 最后，上述研究中

的政府目标大多是节能指数、绿色产品销量之类

的间接环境指标，而本研究则将直接环境指标

（如碳减排量）作为政府的决策目标对两种补贴

模式进行了优化和比较． 特别是，本研究通过分

析发现补贴会引发过度消费，进而可能导致负

面的环境影响，并刻画了对环境最优的补贴策

略，这补充了之前将间接环境指标视为政策效

果的研究．
一些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的补贴形式来为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 大多数文献比较了消费者补贴和

生产者补贴，探讨其对产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

响． 朱庆华等［１２］在竞争环境下发现直接补贴生产

者会比补贴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企业利润，从而更

有益于低碳企业的发展． 杨晓辉和游达明［１３］ 在消

费者存在产品绿色度偏好的情境下，比较了消费

者补贴与生产者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二

者的效果相同． Ｗａｎｇ 等［１４］ 进一步在再制造情景

下考察了两种补贴的效果，发现生产者补贴收窄

了可推出再制造产品的范围． Ｂｉａｎ 等［１５］通过内生

政府补贴决策发现尽管消费者补贴下排放量更

高，但社会福利也随之增加． Ｋｒａｓｓ 和 Ｏｖｃｈｉｎｎｉｋ⁃
ｏｖ［１６］考虑了征税、固定厂商补贴和消费者返利三

种政府干预手段，并且发现在征收排放税的同时

引入消费者返利可以使社会福利达到更高的水

平． 鞠晴江等［１７］考察了政府厂商单位补贴和消费

固定补贴的联合优化问题，并且在拓展中讨论了

两级固定补贴的最优策略，比较了其与一般固定

补贴的区别． 上述文献主要研究了生产者和消费

者补贴的差异，而本研究专注于比较不同形式的

消费者补贴． 同时这些研究大多将社会福利作为

政府目标，而本研究则考虑到我国绿色消费补贴

政策的环境导向，更具针对性地研究了环境目标

下的补贴政策优化问题． 最后，这些研究并没有涉

及补贴的资金约束，而本研究将预算约束纳入了

模型，探讨了在有限预算下的最优补贴策略及不

同预算规模下的补贴模式选择问题． 与本研究类

似，Ｓｈａｏ 等［１８］也比较了不同形式的消费者绿色补

贴，考察了绿色消费补贴和折扣对经济和环境的

影响． 本研究区别于他们的研究，考察了基于绿色

度阈值的固定补贴和基于绿色度水平的可变补

贴，前者要求产品达到一定环保标准，后者则根据

产品绿色度变化调整补贴． 同时，在 Ｓｈａｏ 等［１８］ 的

模型中企业主要进行产品定价决策，而本研究则

进一步考虑了企业的绿色产品研发决策，并且揭

示了促进企业绿色产品研发是绿色消费补贴实现

环境效益的重要方式． 最后，相比于 Ｓｈａｏ 等［１８］，
本研究通过考虑预算约束，分析得到了不同预算

下的最优补贴模式，为政府补贴选择提供了新的

管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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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研究与过往绿色消费补贴相关研究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研究文献 涉及的补贴形式
政策

比较

企业绿色

产品研发

内生政府

决策

政府预算

约束

消费者绿色

产品偏好

本研究
１． 消费可变补贴

２． 消费固定补贴
√ √ √ √ √

朱庆华和窦一杰［８］ １． 消费变动折扣补贴 — √ √ — √

郑艳芳等［２］ １． 消费固定补贴 — √ √ √ —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和 Ｚａｃｃｏｕｒ［９］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政府采购
— — √ √ —

Ｃｏｈｅｎ 等［１０］ １． 消费固定补贴 — — √ √ —

Ｃｈｅｍａｍａ 等［１１］ １． 消费固定补贴 √ — √ — —

朱庆华等［１２］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厂商单位补贴
√ — — — √

杨晓辉和游达明［１３］
１． 消费可变补贴

２． 厂商单位补贴
√ √ — — √

Ｗａｎｇ 等［１４］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厂商单位补贴
√ — √ — √

Ｂｉａｎ 等［１５］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厂商投资补贴
√ √ √ — √

Ｋｒａｓｓ 和 Ｏｖｃｈｉｎｎｉｋｏｖ［１６］

１． 征税

２． 厂商总量补贴

３． 消费折扣补贴

— √ √ — —

鞠晴江等［１７］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厂商单位补贴
√ — √ — √

Ｓｈａｏ 等［１８］
１． 消费固定补贴

２． 消费折扣补贴
√ — √ — √

　 　 本研究借鉴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围绕政府的环境目标，全面分析并比较了固定补

贴与可变补贴两种绿色消费补贴模式． 表 １ 直观

展示了本研究与过往研究在理论层面的差异． 本
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区分

并分析了现实中常见的两种绿色消费补贴模式的

经济与环境影响；第二，将环境目标和预算约束纳

入模型，提供了制定补贴政策的理论支持；第三，
明确了补贴政策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指出其可

能引发过度消费、增加碳排放的风险，同时还明确

了有利于补贴政策发挥正面作用的市场条件，从
而帮助决策者加深对绿色消费补贴的理解，避免

政策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

１　 模型描述

１． １　 参数和变量描述

在描述模型前，首先介绍参数与变量的定义．

ｉ ：补贴模式 ｉ ＝ Ｌ，Ｇ 分别表示固定补贴

（ｌｕｍｐ⁃ｓ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ｙ）与可变补贴（ ｇｒｅｅｎｎｅｓｓ ｓｕｂｓｉ⁃
ｄｙ）；

ａ ：潜在市场规模；
β ：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的偏好系数；
Ｂ ：政府补贴预算；
ｇｍｉｎ ：固定补贴所采用的产品环保标准（绿色

度阈值）；
θ ：企业绿色度研发的成本系数；
ｐ ：产品价格；
ｇ ：产品绿色度水平（减排率）；
Ｒ ｉ ：模式 ｉ 下政府给出的补贴总量；
ｓ ：固定补贴模式下政府为每单位产品消费

发放的补贴量；
ｒ ：可变补贴模式下政府所采用的补贴率；
πｉ ：补贴模式 ｉ 下企业的总利润；
Ｅ ｉ ：补贴模式 ｉ 下产品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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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参与者为补贴

设计者（政府）和一家生产绿色产品的垄断企业

（低碳企业）． 为实现碳排放最小化，政府制定绿

色消费补贴政策． 将减碳作为政策目标，不仅符合

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提出的“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结果

为导向”的要求，也契合我国环保专项资金的常

用绩效指标［１９， ２０］ ．
由于补贴资金通常由上级政府、财政部或地

方财政厅预拨［５， ６， ２１］，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

时必须考虑预算约束． 设绿色消费补贴政策所能

动用的最大资金量（预算量）为 Ｂ ，补贴政策所消

耗的资金总量不能超过预算量． 补贴政策分为固

定补贴和可变补贴两种模式，具体介绍如下．
１）固定补贴模式

在基于绿色度阈值的固定补贴模式下（ ｌｕｍｐ⁃
ｓｕｍ ｓｕｂｓｉｄｙ），政府确定向消费者发放的补贴量

ｓ ． 政府根据产品的绿色度水平 ｇ 决定是否发放

补贴：若产品达到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则向消费者发

放总量为 ｓ 的补贴． 换言之，该模式下每位消费者

可获得的补贴总量为

ＲＬ（ ｓ，ｇ；ｇｍｉｎ） ＝
ｓ，　 ｇ ≥ ｇｍｉｎ

０，　 ｇ ＜ ｇｍｉｎ
{ （１）

实践中，补贴政策的设计者一般直接采用其

他权威部门（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产品环保标准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即使需要专

门制定补贴标准（如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２２］ ），也
需综合考量产业发展等外部因素． 因此本研究将固

定补贴模式中的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视为外生参数．
２） 可变补贴模式

在基于绿色度水平的可变补贴模式（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ｓｓ ｓｕｂｓｉｄｙ）下，政府根据产品绿色度水平向消

费者发放补贴． 绿色度水平越高，消费者获得的补

贴总额也越高． 这一设计可以通过绿色消费积分

实现． 例如广东省和成都市的碳普惠项目根据用

户数据和产品信息核算碳减排量，将碳减排量转

换为积分发放给用户�I1． 在可变补贴模式下，政府

需要确定为每单位产品绿色度发放的补贴量 ｒ
（补贴率）：当消费者购买了绿色度为 ｇ 的产品

时，该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总额为 ｒ·ｇ 的补贴，即
ＲＧ（ ｒ，ｇ） ＝ ｒ·ｇ （２）
两种补贴模式下的决策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不同补贴模式下的决策过程

Ｆｉｇ． １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ｍｏｄｅｓ

　 　 在补贴政策颁布后，企业研发生产绿色度为

ｇ 的产品，并以价格 ｐ 出售． 设市场需求具有线性

形式，且与产品价格 ｐ 负相关，与政府提供的补贴

总量 Ｒ ｉ 正相关［２３， ２４］，消费者对绿色低碳的产品

有所偏好［８， ２５， ２６］ ． 综上，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ｑ（ｐ，ｇ，Ｒ ｉ） ＝ ａ － ｐ ＋ βｇ ＋ Ｒ ｉ （３）
其中 ａ 为潜在市场大小， β 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

绿色度的偏好程度． β 越大，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

偏好越强烈，产品绿色度提升带来的需求增幅更

大． 与 Ｍｕｒａｌｉ 等［２５］ 相同，将产品生产的变动成本

标准化为 ０，并且设企业在研发绿色产品时需要

承担二次函数形式的研发成本 ｃ（ｇ） ＝ １
２ θｇ２ ，这

体现了绿色减排技术边际投入递增的特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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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为绿色度研发的成本系数［２５， ２７， ２８］ ．
产品在生产使用中会产生碳排放． 为了契合

研究情境，本研究将产品绿色度 ｇ 视为单位产品

碳排放降低的比率，即绿色产品相对于普通产品

碳排放减少的百分比［１５， ２５， ２９］，其取值范围为 ０ ≤
ｇ ≤１ ． 不失一般性地，设绿色度 ｇ ＝ ０ 的产品会

产生 １ 单位碳排放，故生产消费一单位绿色度为

ｇ 的产品将产生 １ － ｇ 单位的碳排放量． 产品消费

带来的碳排放总量可表示为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与

产品销量的乘积

Ｅ ｉ ＝ （１ － ｇ）·ｑ（ｐ， ｇ， Ｒ ｉ） （４）
１． ３　 决策顺序

政府与企业进行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博弈． 政府作为

领导者制定绿色消费补贴政策，企业作为追随者

确定产品绿色度和价格． 事件顺序如图 ２ 所示．
步骤 １　 政府选择固定补贴模式或可变补贴

模式来设计补贴政策． 若采用固定补贴模式，则根

据既定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确定补贴量 ｓ ，并向企业

和消费者公布；若选择采用可变补贴模式，则确定

补贴率 ｒ 并公布．
步骤 ２　 企业确定产品的绿色度 ｇ 并承担研

发成本 ｃ（ｇ） ，为产品定价 ｐ 并投放至市场．
步骤 ３　 消费者根据产品价格、绿色度及补贴

政策决定是否购买，形成市场需求 ｑ（ｐ， ｇ， Ｒｉ）；企业

得到销售收入 ｐ·ｑ（ｐ， ｇ， Ｒｉ） ． 在固定补贴模式下，
若产品的绿色度 ｇ 不低于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则消费

者获得总额为 ｓ 的补贴，否则无法获得政府补贴；在
可变补贴模式下，消费者获得总额为 ｒ·ｇ 的补贴．

图 ２　 事件顺序

Ｆｉｇ．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１． ４　 模型假设

为了确保模型中的产品绿色度符合减排率的

设定，参数需满足以下假设．
假设 １ 　 绿色度的研发成本系数 θ 满 θ ≥

ａβ ＋ β２

２ ． 该假设保证了在无补贴情况下，开发无

碳排放产品（ｇ ＝ １） 不具经济性，符合现实中环

保研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假设 ２　 政府预算参数 Ｂ 不超过上限 Ｂ （定

义参见附录�I2）． Ｂ ＜ Ｂ 确保了均衡的产品绿色度

小于 １００％［２５， ２９］ ．

２　 企业策略

首先考虑补贴政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给定

政府的补贴政策，企业通过产品绿色度研发和产

品定价来最大化利润

ｍａｘ
ｐ≥０
ｇ≥０

πｉ ＝ ｐ·ｑ（ｐ，ｇ，Ｒ ｉ） － １
２ θｇ２ （５）

其中当政府所选的补贴模式为固定补贴（ ｉ ＝ Ｌ ）
时，消费者获得的补贴量 ＲＬ 为

ＲＬ（ ｓ， ｇ； ｇｍｉｎ） ＝
ｓ，　 ｇ ≥ ｇｍｉｎ

０，　 ｇ ＜ ｇｍｉｎ
{ （６）

当政府所选的补贴模式为可变补贴（ ｉ ＝ Ｇ ）时，
消费者获得的补贴量 ＲＧ 为

ＲＧ（ ｒ， ｇ） ＝ ｒ·ｇ （７）
２． １　 无补贴情景

为了方便后续的分析比较，首先考虑无补贴

情景． 此情景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补贴，故需求函

数为

ｑ（ｐ，ｇ，０） ＝ ａ － ｐ ＋ βｇ （８）
企业通过产品绿色度研发和定价来最大化

利润

ｍａｘ
ｐ，ｇ

π ＝ ｐ·（ａ － ｐ ＋ βｇ） － １
２ θｇ２ （９）

求解这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企业在无补贴时

的最优决策．
引理 １　 当政府不提供任何补贴时，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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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定价为 ｐ０ ＝ θａ
２θ － β２ ，产品绿色度为 ｇ０ ＝

βａ
２θ － β２ ，销量为 ｑ０ ＝ θａ

２θ － β２ ， 利润为 π０ ＝

θａ２

２（２θ － β２）
；此时产品消费所造成的碳排放量为

Ｅ０ ＝ θａ
２θ － β２ × （１ － βａ

２θ － β２） ．

引理表明，只要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有所偏

好 （β ＞ ０），企业就会推出具备一定绿色度的产

品（ｇ０ ＞ ０）， 且消费者偏好越强，产品绿色度越

高． 换言之，企业会主动研发绿色产品以回应市场

需求，从而提高利润． 这说明引导消费者树立绿色

消费观的重要性：即使没有补贴，绿色消费观也能

激励企业研发绿色产品．
２． ２　 固定补贴模式

固定补贴模式下，给定政府的补贴策略，企业

通过产品绿色度研发和定价最大化利润． 为了表

述上的简洁，定义两个补贴量 ｓ
－
和 ｓ^ ，其表达式见

附录．
定理 １ 　 在固定补贴模式下，给定补贴量 ｓ，

企业的最优产品绿色度水平 ｇ∗
Ｌ 和产品定价 ｐ∗

Ｌ

为：若补贴量 ｓ ∈ ［０，ｓ
－
） ，则 ｇ∗

Ｌ （ ｓ） ＝ ｇ０，ｐ∗
Ｌ （ ｓ）

＝ ｐ０；若补贴量 ｓ∈［ ｓ
－
，ｓ^） ，则 ｇ∗

Ｌ （ ｓ） ＝ｇｍｉｎ ， ｐ∗
Ｌ （ ｓ）

＝
ａ ＋ ｓ ＋ βｇｍｉｎ

２ ；若补贴量 ｓ ≥ ｓ^ ，则 ｇ∗
Ｌ （ ｓ） ＝

β（ａ ＋ ｓ）
２θ － β２ ， ｐ∗

Ｌ （ ｓ） ＝ θ（ａ ＋ ｓ）
２θ － β２ ． 将结果代入利润

和需求函数可以得到最优策略下的企业利润

π∗
Ｌ （ ｓ） 和产品销量 ｑ∗

Ｌ （ ｓ） ．
固定补贴模式下企业的最优决策与补贴量 ｓ

和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密切相关，因为消费者补贴会

通过刺激市场需求使企业间接获益，从而影响企

业的决策． 给定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当补贴量较低

时，企业不愿增加研发投入，产品绿色度维持无补

贴情景下的水平，即 ｇ∗
Ｌ （ ｓ） ＝ ｇ０ ，消费者无法获

得补贴． 补贴量达到中等水平时（即 ｓ ∈ ［ ｓ
－
，ｓ^］ ），

企业会将产品绿色度提升至阈值水平，消费者获

得补贴，但企业仅会满足而不会超越绿色度阈值，
因为进一步提升绿色度的边际收益低于成本． 最
后，当补贴量足够高时（即 ｓ ＞ ｓ^ ），固定补贴将通

过刺激市场需求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企业进

一步提升产品绿色度的边际收益较高，最终产品绿

色度将高于阈值，即 ｇ∗
Ｌ （ｓ） ＝ β（ａ ＋ ｓ）

２θ － β２ ＞ ｇｍｉｎ ．

将定理 １ 中的结果与无补贴情景下的企业决

策相比较，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 １　 当补贴量 ｓ ＞ ｓ

－
，产品最优绿色度水

平、定价、销量和企业利润均高于无补贴情景，即
ｇ∗

Ｌ （ｓ） ＞ ｇ０， ｐ∗
Ｌ （ｓ） ＞ ｐ０， ｑ∗

Ｌ （ｓ） ＞ ｑ０， π∗
Ｌ （ｓ） ＞π０ ．

结合推论 １ 和定理 １ 可知，固定补贴模式只

有在补贴量足够大时，才能有效促进产品绿色度

研发，同时提高产品定价、销量和企业利润． 由于

绿色度阈值是获得补贴的硬性条件，小额补贴带

来的收益不足以覆盖研发绿色度的额外成本，因
此，当补贴力度较小时，固定补贴无法激励企业提

高产品的绿色度．
另一方面，固定补贴对绿色度研发的激励作

用并非完全依赖于绿色度阈值． 当补贴量足够高

时（ ｓ ＞ ｓ^ ），定理 １ 表明企业研发的产品绿色度

水平甚至会高于绿色度阈值，即 ｇ∗
Ｌ （ ｓ） ＞ ｇｍｉｎ ． 这

一激励效果的产生依赖于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的

偏好．
推论 ２　 当消费者绿色度偏好 β ＝ ０ 时，对任

意补贴量 ｓ ≥ ０ ，企业的最优产品绿色度水平

ｇ∗
Ｌ （ ｓ） ≤ ｇｍｉｎ ，且对于 ｓ ≠ ｓ

－
有 ｄｇ∗

Ｌ （ ｓ） ／ ｄｓ ＝ ０ ．
由推论 ２ 可知，固定补贴模式对绿色度研发

的促进作用取决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如
果消费者对绿色度毫无偏好，无论补贴总量多高，
企业只会选择不研发更高绿色度的产品，或仅研

发达到阈值的产品，即 ｇ∗
Ｌ （ ｓ） ＝ ０ 或 ｇｍｉｎ ，而不会

研发超过阈值的产品．
２． ３　 可变补贴模式

可变补贴模式不将绿色度阈值作为补贴发放

的硬性条件，而是根据产品绿色度水平确定补贴

量，因此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方式不同．
定理 ２　 给定可变补贴的补贴率 ｒ ，企业的最

优产品绿色度 ｇ∗
Ｇ 和产品定价 ｐ∗

Ｇ 为

ｇ∗
Ｇ （ｒ） ＝ （β ＋ ｒ）ａ

２θ － （β ＋ ｒ）２

ｐ∗
Ｇ （ｒ） ＝ θａ

２θ － （β ＋ ｒ）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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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代入利润函数和需求函数，可以得到最优策

略下的企业利润 π∗
Ｇ （ ｒ） ＝ θａ２

２［２θ － （β ＋ ｒ） ２］
和

需求 ｑ∗
Ｇ （ ｒ） ＝ θａ

２θ － （β ＋ ｒ） ２ ．

可变补贴模式下，消费者获得的补贴总量取

决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这使得可变补贴对企业

的激励更加直接和连续． 与固定补贴相比，尽管两

种模式都能促使企业研发更绿色的产品，但可变

补贴的作用范围更广泛，如以下推论所示．
推论 ３　 对于任何 β≥０ ，可变补贴对于产品

绿色度研发总有促进效果，即 ｄｇ∗
Ｇ （ ｒ） ／ ｄｒ ＞ ０ ．

与推论 ２ 相比，推论 ３ 表明，即使消费者没有

绿色度偏好，可变补贴仍能激励企业研发绿色产

品． 由于可变补贴直接与产品绿色度挂钩，其促进

效果不依赖消费者的偏好或硬性绿色度阈值．
将定理 ２ 中的结果与无补贴情景下的企业决

策比较，容易得到以下结论．
推论 ４　 对任意补贴率 ｒ ＞ ０ ，产品最优绿色

度水平、定价、销量和企业利润均高于无补贴情

景，即有 ｇ∗
Ｇ （ ｒ） ＞ ｇ０， ｐ∗

Ｇ （ ｒ） ＞ ｐ０， ｑ∗
Ｇ （ ｒ） ＞ ｑ０，

π∗
Ｇ （ ｒ） ＞ π０ 对于任意 ｒ ＞ ０ 均成立．

这表明，可变补贴总能带来更高的产品绿色

度、价格和销量，并使低碳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由
于可变补贴不依赖绿色度阈值，而是根据产品绿

色度水平确定补贴总量，较固定补贴模式更为灵

活，因此即使设定较低的补贴率，仍能影响企业

决策．

３　 政府补贴策略

本章将刻画政府在不同模式下的最优补贴策

略． 基于对企业决策的预期，政府将在固定补贴模

式或可变补贴模式下 （ ｉ ＝ Ｌ，Ｇ），通过确定补贴

量 ｓ 或补贴率 ｒ 来最小化碳排放量 Ｅ∗
ｉ ，同时维持

其总支出 ＴＳ∗
ｉ ＝ ｑ∗

ｉ ·Ｒ ｉ （销量与补贴量的乘积）
不超过预算 Ｂ ． 固定补贴模式下政府的优化问

题为

ｍｉｎ
ｓ≥０

Ｅ∗
Ｌ （ ｓ） ＝ ［１ － ｇ∗

Ｌ （ ｓ）］·ｑ∗
Ｌ （ ｓ）

ｓ． ｔ． ＴＳ∗
Ｌ （ ｓ） ≤ Ｂ （１１）

可变补贴模式下政府的优化问题为

ｍｉｎ
ｒ≥０

Ｅ∗
Ｇ （ ｒ） ＝ ［１ － ｇ∗

Ｇ （ ｒ）］·ｑ∗
Ｇ （ ｒ）

ｓ． ｔ． ＴＳ∗
Ｇ （ ｒ） ≤ Ｂ （１２）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能希望在实现环境效

益的同时，支持低碳企业发展或提升社会福利． 因
此，本研究在附录中通过扩展模型，进一步探讨了

兼顾低碳企业利润增长的政府决策问题；此外，还
分析了将经济效益纳入政府决策目标后，不同补

贴模式的经济和环境影响．
３． １　 固定补贴模式

在展示固定补贴模式下政府的最优策略前，
首先需要厘清补贴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这有助

于决策者在设计时抓住主要矛盾，做出科学决策．
固定补贴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碳排放：一方面，补贴

激励企业推出更绿色的产品，降低单位产品的碳

排放；另一方面，补贴刺激市场需求，引发额外消

费和碳排放． 当后者的影响更大时，增加补贴反而

会导致碳排放上升． 本研究将这种随补贴水平递

增的碳排放现象称为“过量消费效应”．
引理 ２　 在固定补贴模式下，当补贴量 ｓ ∈

［ ｓ
－
，ｓ^） 时，碳排放量 Ｅ∗

Ｌ （ ｓ） 关于补贴量 ｓ 递增．

在引理所描述的情况下，补贴量单方面刺激

市场需求，导致了过量消费效应． 当补贴量介于 ｓ
－

和 ｓ^ 之间时，根据定理 １，企业将会研发绿色度恰

好达到阈值的产品． 此时继续增加补贴量无法进

一步激励产品研发，但补贴对市场需求的刺激仍

然存在：随着补贴量增加，产品销量上升，进而导

致碳排放增加．
在过量消费效应下，一味地增加补贴量可能

会导致碳排放量高于无补贴情景（ Ｅ∗
Ｌ ＞ Ｅ０ ），而

一些市场条件的存在可以消除这一可能性，使固

定补贴发挥理想的效果．
引理 ３　 当 ２ａβ ＋ β２ ≥２θ 时，固定补贴总能

降低碳排放，即对于任意 ｓ ≥０ 有 Ｅ∗
Ｌ （ ｓ） ≤ Ｅ０ ．

该引理表明，在较大的潜在市场规模 ａ 或消

费者强烈的产品绿色度偏好 β 下，政府可以通过

固定补贴模式有效降低碳排放． 这是因为较大的

市场规模能够充分发挥单位产品绿色度提升的减

排效果． 同时，消费者的绿色偏好能够强化补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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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研发的激励作用． 因此，在适宜的市场条

件下，政府制定补贴政策时无需担心政策效果与

目标相悖．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碳排放，政府的主要任

务是在尽可能控制过量消费效应的同时，发挥补贴

政策对绿色产品研发的激励作用． 为了方便表述，定

义“顶格补贴量” ｓＢ ＝ １
２ [ ４Ｂ

θ （２θ － β２） ＋ａ２ －ａ ]
为在预算 Ｂ ≥ ＴＳ∗

Ｌ （ｓ^） 时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大

补贴量．
定理 ３　 在固定补贴模式下，政府的最优补

贴量可能有三种取值， ｓ∗ ∈ ｛０，ｓ
－
，ｓＢ｝ ． 政府应根

据预算量，比较各补贴量下的碳排放水平选出最

优补贴量

ｓ∗ ＝

０， ０ ≤ Ｂ ＜ ＴＳ∗
Ｌ （ｓ

－
）

ａｒｇ ｍｉｎ
ｓ∈｛０，ｓ

－
｝
Ｅ∗

Ｌ （ｓ）， ＴＳ∗
Ｌ （ｓ

－
）≤Ｂ ＜ＴＳ∗

Ｌ （ｓ^）

ａｒｇ ｍｉｎ
ｓ∈｛０，ｓ

－
，ｓＢ｝

Ｅ∗
Ｌ （ｓ）， ＴＳ∗

Ｌ （ｓ^） ≤ Ｂ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３）
上述定理表明，政府在决策时只需评估特定

补贴水平下的碳排放情况． 最优补贴选择策略反

映了预算规模和过量消费效应的重要性． 首先，若
过量消费效应过大或预算不足，政府可能会选择

不提供固定补贴（ ｓ∗ ＝ ０） ． 其次，当预算充足时，
政府可以通过顶格补贴（ ｓ∗ ＝ ｓＢ） 最大程度激励

企业进行绿色度研发，使企业研发高减排率产品，
从而消除过量消费效应． 最后，有时政府的最优补

贴策略是提供补贴量 ｓ
－
，让企业恰好愿意研发绿

色度达到阈值的产品（即 ｇ∗
Ｌ （ ｓ） ＝ ｇｍｉｎ ），因为继

续增加补贴只会导致碳排放增加（见引理 ２）． 通
过将补贴量设定为 ｓ

－
，政府可以既控制过量消费，

又调动企业产品研发的积极性． 相比于倾尽所有

预算提供顶格补贴 ｓＢ ，这种适度的补贴策略有时

反而能实现更好的效果．
３． ２　 可变补贴模式

在可变补贴模式下也可能存在过量消费效

应． 为了方便表述，定义 ａ１ ＝ ８
９ （２ ３ －３）θ ，定

义 β１ 和 β２ 分别为方程 ２β３ ＋３ａβ２ －４θβ ＋ ２ａθ ＝ ０
第二大和最大的实根．

引理 ４　 当且仅当潜在市场规模 ａ 满足 ａ ＜
ａ１ 且消费者绿色度偏好满足 β ＜ β２ 时，存在区间

Ｉ ⊂ ℝ ＋ ，当补贴率 ｒ ∈ Ｉ 时可变补贴模式下的碳

排放量 Ｅ∗
Ｇ （ ｒ） 关于补贴率 ｒ 递增．

引理 ４ 表明，当潜在市场规模较小且消费者

绿色度偏好较弱时，可变补贴会引发过量消费效

应． 作为绿色消费的激励手段，可变补贴通过影响

企业研发和市场需求来影响碳排放． 当市场需求

的刺激作用更大时，过量消费效应会出现． 同时，
若市场规模较大或消费者绿色度偏好较强，可变

补贴则能有效降低碳排放． 对比引理 ２ 和引理 ３，
可见可变补贴和固定补贴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相

似． 两种模式作为绿色消费的激励手段，都可能引

发过量消费，增加碳排放． 然而，较大的市场规模

和强烈的消费者绿色偏好有助于缓解这一效应，
使补贴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同时，由于补贴形式的不同，可变补贴模式具

有一些独特特性，合理利用这些特性将帮助决策

者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引理 ５　 当潜在市场规模 ａ ＜ ａ１ 且消费者绿

色度偏好 β ＜ β１ 时（ β１ ＜ β２ ），存在 ｒ１ ＞ ０ ，当补

贴率 ｒ ∈ ［０，ｒ１］ 时，碳排放量 Ｅ∗
Ｇ （ ｒ） 关于补贴率

ｒ 递减．
该引理表明，可变补贴模式在补贴率较低时

可能不会引发过量消费效应． 这是因为当市场规

模较小且消费者绿色度偏好较低时，产品的绿色

度水平 ｇ∗
Ｇ 较低． 而可变补贴与产品绿色度直接

相关（ ＲＧ ＝ ｒ·ｇ∗
Ｇ ），所以在绿色度较低时，提高

补贴率对需求的刺激作用较为温和． 因此，较低水

平的可变补贴可能不会导致过量消费效应．
在可变补贴模式下，政府的决策要点同样是

在控制过量消费效应的同时，尽可能发挥可变补

贴对企业绿色产品研发的激励作用． 为了方便表

述，首先定义一些变量． 定义“顶格补贴率” ｒＢ 为

预算 Ｂ 下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大补贴率，即方程

ＴＳ∗
Ｇ （ ｒ） ＝Ｂ的正根． 当 ａ ＜ ａ１ 时，用 ｒ１ 和 ｒ２ 分别表

示排放量函数 Ｅ∗
Ｇ （ ｒ） 两个较大的极值点， 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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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其中 ｒ１ 为极小值点， ｒ２ 为极大值点；换言之， ｒ１
和 ｒ２ 分别为方程 ｄＥ∗

Ｇ （ ｒ） ／ ｄｒ ＝ ０ 第二大和最大的

实根． 图 ３ 展示了 ｒ１ 和 ｒ２ 的分布情况．

图 ３　 极值点位置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定理 ４　 在可变补贴模式下，当潜在市场规

模 ａ≥ ａ１ 时，政府应选择顶格补贴率 ｒ∗ ＝ ｒＢ ；当
潜在市场规模 ａ ＜ ａ１ 时，

１）当消费者绿色度偏好 β ≥ β２ 时，政府应选

择顶格补贴率 ｒ∗ ＝ ｒＢ ；
２）当消费者绿色度偏好满足 β１ ≤ β ＜ β２ 时，

若预算 Ｂ≤ＴＳ∗
Ｇ （ ｒｅｑｎ ），则政府应放弃补贴 ｒ∗ ＝ ０；

若预算 Ｂ ＞ ＴＳ∗
Ｇ （ ｒｅｑｎ ），政府应选择顶格补贴率

ｒ∗ ＝ ｒＢ，其中 ｒｅｑｎ 为与无补贴情景排放量相同的最

大补贴率，即 ｒｅｑｎ ＝ ｍａｘ｛ ｒ ｜ Ｅ∗
Ｇ （ ｒ） ＝ Ｅ０｝；

３） 当消费者绿色度偏好 β ＜ β１ 时，若预算量

Ｂ∈（ＴＳ∗
Ｇ （ ｒ１），ＴＳ∗

Ｇ （ ｒｅｑ１ ）］ ，则政府应选择适中的

补贴率 ｒ∗ ＝ ｒ１ ；若预算 Ｂ ≤ ＴＳ∗
Ｇ （ ｒ１） 或 Ｂ ＞

ＴＳ∗
Ｇ （ ｒｅｑ１ ） ，则政府应选择顶格补贴率 ｒ∗ ＝ ｒＢ ，其

中 ｒｅｑ１ 为碳排放量与 ｒ１ 相等的最高补贴率，即
ｒｅｑ１ ＝ｍａｘ｛ ｒ ｜ Ｅ∗

Ｇ （ ｒ） ＝ Ｅ∗
Ｇ （ ｒ１）｝ ．

在可变补贴模式下，政府决策同样需综合考

虑预算规模和市场反应． 当潜在市场规模 ａ 或消

费者绿色度偏好 β 较大时，政府可以在预算允许

的范围内提供顶格补贴率 ｒＢ ，以充分激励企业研

发高减排产品，实现碳排放总量的下降． 当绿色产

品的潜在市场规模 ａ 较小且消费者绿色度偏好 β
中等时，政府需要根据预算量 Ｂ 制定补贴策略：
若预算量较高，政府可以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提

供顶格补贴率；若预算较低，因过量消费效应的存

在，政府应放弃补贴以避免负面环境影响． 当消费

者的绿色度偏好 β 较低时，政府可以在预算量较

小的情况下通过设定顶格补贴率 ｒＢ 来实现碳减

排，因为此时可变补贴对市场需求的刺激作用较

为温和，过量消费效应不明显（引理 ５）． 若预算量

中等，则政府不应倾尽所有预算来提供补贴，而应

选择适中的补贴率 ｒ１ 来实现最小的碳排放． 因为

过高的补贴率对市场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反而会

弱化政策的减排效果． 最后，若预算量较大，则政

府可以再次选择提供顶格补贴率 ｒＢ 来最大程度

地激励企业研发绿色产品并降低碳排放． 值得一

提的是，即使政府在提升环境效益的同时需兼顾

低碳企业的经济增长，上述固定补贴模式和可变

补贴模式下的最优补贴策略结构依然适用． 这表

明，政府在决策时应广泛考虑预算规模、市场状况

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平衡对企业绿色研发的激

励与对过量消费的控制．

４　 两种补贴模式的比较分析

对于任何绿色消费补贴模式，预算越高，政策

空间越大，能实现的环境效益也越显著． 现实中，
各地的补贴项目财政支持力度不同，因此根据预

算选择合适的补贴模式是政策制定的首要且关键

一步． 本部分旨在对固定补贴和可变补贴模式进

行定量分析与对比．
４． １　 理论分析

分析将在相同的预算量 Ｂ 下展开，以确保对

比的公平性． 为了方便比较和展示，定义补贴模式

ｉ ∈ ｛Ｌ，Ｇ｝ 下的均衡减排量 ＥＲｅ
ｉ 为补贴政策导致

的碳排放减少量，即 ＥＲｅ
ｉ ： ＝ Ｅ０ － Ｅｅ

ｉ ，其中 Ｅｅ
ｉ 为

模式 ｉ 下的均衡碳排放量． 减排量 ＥＲｅ
ｉ 越高意味

着补贴政策带来的环境效益越大． 此外，记模式 ｉ
在均衡下的产品绿色度、价格、销量和企业利润分

别为 ｇｅ
ｉ 、 ｐｅ

ｉ 、 ｑｅ
ｉ 、 πｅ

ｉ ， ｉ ∈ ｛Ｌ，Ｇ｝ ． 为了结论表述

的清晰性，仅考虑消费者具备绿色度偏好的情况，
即假设 β ＞ ０ ． 最后，定义一个预算水平 Ｂ１，表达

式见附录．
定理 ５　 对任意预算 ０ ＜ Ｂ ＜ Ｂ１ ，在均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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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可变补贴模式总能比固定补贴模式产生更

大的碳减排量，且对产品绿色度、价格和销量的提

升效果大于固定补贴模式，即 ＥＲｅ
Ｌ ≤ ＥＲｅ

Ｇ ， ｇｅ
Ｌ ≤

ｇｅ
Ｇ ， ｐｅ

Ｌ ≤ ｐｅ
Ｇ ， ｑｅ

Ｌ ≤ ｑｅ
Ｇ ；而企业均衡利润的大小关

系则不确定：当 ｇｍｉｎ ≤ ｇ０ 且 ２ａβ ＋ β２ ≥２θ 时，有
πｅ

Ｌ ＞ πｅ
Ｇ；否则，有 πｅ

Ｌ ≤ πｅ
Ｇ ．

定理 ５ 表明，在预算较小时，可变补贴模式不

仅能实现更高的碳减排量，还能促使企业研发更

绿色的产品并推动更多绿色消费． 其原因有两个

方面． 首先，可变补贴对企业研发和定价的影响更

直接，不依赖绿色度阈值，因此在预算较小时能更

灵活地发挥作用． 其次，根据引理 ５ 和定理 ４，当
市场规模较小且消费者绿色度偏好较弱时，可变

补贴在较低补贴率下对市场需求的刺激较为温

和，不会出现过量消费效应．这一特性为预算较小的

决策者提供了通过低补贴率实现碳减排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预算量较大时比较两种补贴模

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定理 ６　 存在 Ｂ２ ＞ ０ ，当 Ｂ ＞ Ｂ２ 时，在均衡

状态下，可变补贴模式能够比固定补贴模式产生

更大的碳减排量，且对产品绿色度、价格和销量的

提升效果大于固定补贴模式，即 ＥＲｅ
Ｌ ≤ ＥＲｅ

Ｇ ，
ｇｅ

Ｌ ＜ ｇｅ
Ｇ ， ｐｅ

Ｌ ≤ ｐｅ
Ｇ ， ｑｅ

Ｌ ≤ ｑｅ
Ｇ ；而固定补贴模式则会

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即 πｅ
Ｌ ＞ πｅ

Ｇ ．
该定理指出，当预算规模较大时，可变补贴模

式的环境效益、产品绿色度、价格和销量均高于固

定补贴模式． 然而，与低预算情况不同，预算较大

时，固定补贴下的企业利润必然高于可变补贴模

式． 这是因为当预算充裕时，政府在两种补贴模式

下都会选择顶格补贴，即 ｓ∗ ＝ ｓＢ 和 ｒ∗ ＝ ｒＢ ，以促

使企业研发高减排率（甚至接近 １００％）的产品．
而在可变补贴模式中，为了让消费者获得更高补

贴并刺激市场需求，企业需要研发更高绿色度的

产品并承担更高的研发成本，因为补贴总量与产

品绿色度直接挂钩，导致其利润不如固定补贴模

式下高．
定理 ５ 和定理 ６ 分别展示了低预算和高预算

情景下的结果，表明在预算较低或较高时，可变补

贴模式都能带来更高的环境效益． 那么，固定补贴

模式的减排能力是否总是弱于可变补贴模式呢？
考察 Ｂ１ 和 Ｂ２ 之间的预算水平可以发现，在一定

条件下固定补贴也可以实现比可变补贴更高的碳

减排量．
定理 ７　 当固定补贴下的绿色度阈值具有约

束力时（ ｇｍｉｎ ＞ ｇ０），若消费者绿色度偏好 β≥β１ 且

固定补贴能够在 ｓ ＝ ｓ
－
处实现碳减排，即 Ｅ∗

Ｌ （ ｓ
－
） ＜

Ｅ０，则存在 Ｂｍ ＞ Ｂ１，对于任意预算量 Ｂ ∈ ［Ｂ１，
Ｂｍ） ，在均衡状态下固定补贴模式的碳减排量比

可变补贴模式更高，即 ＥＲｅ
Ｇ ＜ ＥＲｅ

Ｌ ，其中 β１ 与引

理 ５ 和定理 ４ 中相同．
固定补贴在中等预算下实现更大减排量的原

因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量和绿色度阈值这对

“组合拳”精准施策，既促使企业研发达到阈值的

绿色产品，又有效控制过量消费效应． 为了让产品

获得补贴支持，企业需要将产品的绿色度提升到

阈值以上． 当政府将补贴量设为 ｓ
－
时，企业会设计

绿色度恰好达到阈值 ｇｍｉｎ 的产品，并且获得与无

补贴情景下相同的利润 π０ ． 此时研发绿色度更

高或更低的产品只会使其利润下降． 相比可变补

贴，此时固定补贴模式在控制过量消费效应方面

更有优势，因此碳减排效果更好．
除了比较环境导向政府在两种补贴模式下的

影响外，本研究在附录进一步考虑了政府在推动

节能减碳的同时提升低碳企业经济效益的需求，
并在这一情景下对两种补贴模式进行了对比分

析． 这些分析呈现了与前文类似的结果，即最优设

计下的可变补贴在预算量较低和较高时更优，而
经过最优设计的固定补贴模式可以在一些中等预

算水平下实现更好的表现． 这表明，不同预算下两

种补贴模式的选择策略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稳

健性．
４． ２　 数值分析

本节将基于理论分析的结果，以数值实验的

形式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两种补贴模式的环境影

响． 在附录中，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两种补贴策略

的经济影响． 假设企业绿色度研发的成本系数

θ ＝ ４． 为了展示更丰富的情景，参数 ａ（潜在市场

规模） 和参数 β （消费者绿色度偏好系数）将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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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数值组合，在各算例中标明了具体的参数取

值；同时，设固定补贴模式中所采用的产品环保标

准（绿色度阈值） ｇｍｉｎ ＝ ０或 ｇｍｉｎ ＝ ０． ６，这分别代

表固定补贴绿色度阈值不具备和具备约束力的情

形（即 ｇｍｉｎ ≥ ｇ０ 和 ｇｍｉｎ ＜ ｇ０ ）．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展

现了绿色度阈值不具备约束力（ ｇｍｉｎ ＜ ｇ０ ）和具

备约束力（ ｇｍｉｎ ≥ ｇ０ ）时，两种补贴模式在相同预

算下的均衡碳减排量 ＥＲｅ
ｉ ．

当绿色度阈值不具备约束力时（图 ４），消费

者在购买低碳企业生产的产品时总能得到补贴．
但是由于过量消费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政府的

最优选择可能是放弃提供补贴并维持现状（ ｓ∗ ＝０
或 ｒ∗ ＝ ０ ）． 因此在图 ４（ｂ）、图 ４（ｃ）、图 ４（ｄ）中

存在固定补贴（虚线）或可变补贴（实线）的减排

量持续为 ０ 的情况． 当预算足够大时，政府能够通

过提供补贴促使企业研发具有更高绿色度的产

品，从而实现更高的单位产品减排量． 此时，政府

的最优策略是提供补贴，甚至提供顶格补贴． 在图

４（ａ）、图 ４（ｂ）中，政府在预算充足时均会提供补

贴；而在图 ４（ｃ）、图 ４（ｄ）中，考虑到过量消费效

应的影响，政府在固定补贴模式下会选择不提供

补贴． 图 ４（ｄ）中可变补贴模式的碳减排量在中等

预算水平上没有随着预算量增加而提升，因为此

时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是提供适中的补贴率 ｒ１ ，
进一步提高补贴率只会削弱政策的减排效果（见
定理 ４ 中的相关讨论）．

图 ４　 不同预算下两种模式的碳减排量， ｇｍｉｎ ＝ ０

Ｆｉｇ． ４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ｍｏ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ｇｍｉｎ ＝ ０

　 　 当绿色度阈值具备约束力时（图 ５），固定补

贴模式的碳减排表现与图 ４ 不同． 此时，在预算量

到达 Ｂ
—

前，固定补贴的减排量始终维持在 ０ 的水

平；而当预算超过 Ｂ
—
后，固定补贴的减排量发生了

跃升，且在一段区间内保持不变． 预算量 Ｂ
—
为能够

支持政府提供补贴量 ｓ
－
的最小预算水平． 根据定

理 ３，在预算较小时，任何预算允许的补贴量都无

法激励企业研发绿色度达到阈值的产品，所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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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此时只能放弃补贴． 当预算足够大时，政府可以

给出补贴量 ｓ
－
． 由于这一补贴量既能促使企业研

发绿色度达到阈值的产品，又能控制过量消费效

应，所以即使政府拥有更充足的预算也不会提供

更高的补贴量． 因此政府的决策在预算量高于 Ｂ
—

的一段区间内保持不变．

图 ５　 不同预算下两种模式的碳减排量， ｇｍｉｎ ＝ ０． ６

Ｆｉｇ． ５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ｍｏ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ｇｍｉｎ ＝ ０． ６

　 　 图 ４ 和图 ５ 中不同补贴模式在减排表现上的

差异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当固定补贴模式的

绿色度阈值不具约束力时（图 ４），在较高和较低

的预算水平下，可变补贴相对于固定补贴必然有

更好的碳减排效果，这与定理 ５ 和定理 ６ 中的结

论一致． 而在预算量适中时，本研究尝试的数值实

验均表明可变补贴同样能实现更高的碳减排量．
这些数值实验的结果对理论分析起到了一定的补

充作用．
当绿色度阈值具备约束力时（图 ５），正如定

理 ５ 和定理 ６ 所展示的，可以观察到在较高和较

低的预算水平下，可变补贴有更出色的减排表现．
同时，在图 ５ 所展示的四种情况中，固定补贴均在

中等的预算水平上实现了比可变补贴更高的碳减

排量，这与定理 ７ 的结论一致． 另外，图 ５（ｄ）并不

符合定理 ７ 的条件（此时 β ＜ β１ ），但本研究尝试

的所有算例均展现了与定理 ７ 一致的结果． 因此

当预算水平中等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合适的固

定补贴策略在更多的场景中实现较高的环境

效益．
附录还将经济效益纳入政府决策目标，考虑

了两种补贴模式的影响． 结果表明，上述主要结论

在此情况下依然具有稳健性．

５　 结束语

绿色消费补贴是引导绿色消费和支持绿色产

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考察了基于绿色度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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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固定补贴和基于绿色度水平的可变补贴两种

模式，结果显示：１）两种补贴均能激励企业研发

绿色产品；２）由于补贴增加了产品销量，可能加

重环境负担，较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的绿色偏

好有助于消除这一风险；３）政府在两种补贴模式

下均要平衡过量消费的负面效应与促进绿色研发

的正面效应；４）针对不同的补贴模式需要采取不

同的补贴策略：固定补贴模式下，政府有时可以通

过绿色度阈值和补贴量的配合实现最大的环境效

益，而可变补贴模式下有时可以利用补贴对产品

销量和产品绿色度研发之间不对等的刺激作用，
以较低的补贴水平实现最优的环境效益；５）预算

较低或较高时，可变补贴效果更好，预算适中时，
固定补贴结合恰当的绿色度阈值可实现更大减排

效果．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传统的固定补

贴还是可变补贴的绿色消费积分制，都能引导绿

色消费升级并推动企业转型． 但是，补贴可能引发

过量消费，加重环境负担，因此补贴设计者需具备

全局意识，根据市场状况动态调整激励力度，防止

负面效应． 在选择补贴模式时，对于预算特别充裕

或预算特别紧张的政策制定者而言，绿色消费积

分制是一种合适的激励方式；对于预算规模适中

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基于特定环保标准所构建的

绿色消费固定补贴则可以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多企业竞争环境下的

最优补贴策略，实证检验创新性绿色消费补贴的

实际效果，评估其对消费者行为和企业绿色创新

的影响，并提出优化建议． 此外，还应结合绿色投

资、绿色出行等不同类型的绿色行为，分析如何通

过综合激励机制最大化社会效益． 这些研究将为

政策制定者提供全面参考，帮助其在复杂市场和

社会环境中制定更有效的绿色消费补贴政策，实
现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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